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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研究　

延安时期毛泽东关于民生问题的

理论和实践探索①

吴毅君，张志兵，韩　平
（湖南省中特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湖南科技大学基地，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延安时期，针对战争环境和边区实际，毛泽东提出了通过实行民主、发展经济、文化教育以及社会保障等一

系列关于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理论，并通过推行民主、发展生产、兴办教育、扶贫济困等实践举措，改善了民众最关心最

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积累了丰富的关于民生问题的理论和实践经验。考察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民生理论和实践探索，

充分认识民主是解决民生问题的保证、发展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前提、教育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基石和社会保障是保障人民

生活、调节社会分配的一项基本制度，这对于当前中国共产党全面开展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指

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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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

民生为重点。何为民生？就是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

题。追溯党的历史可知，延安时期，毛泽东就领导边区政府和军民开展了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

设，回顾、总结和领悟这一时期毛泽东关于民生问题的理论和实践主张，对于今天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

点的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推行民主，保障人民基本权利
延安时期，毛泽东十分重视并积极推行民主，把民主与当时中国人民的头等大事———抗日联系起

来。毛泽东认为，在抗战阶段，对于抗日任务，“民主也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了民主即是为抗

日”［１］２７４，“只有抗日才有实行民主可能，只有抗日与民主才有改良民生可能”，并要求“以民主制度的普

遍实行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２］１３０。他进一步指出，只有在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实行民主选举，让群众

选举“所欢喜的人去办政府的事”，并且办得好，这比旧的派官制度要好得多。民主选举、参议会制度和

“三三制”，是这一时期践行毛泽东 “民主”原则，调动各方积极性，保障人民权利的最成功的民生实践。

１．推行民主选举。毛泽东指出：“边区的进步主要表现在民主。”［３］１０３正所谓：“民主政治，选举第
一”。为保障边区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１９３７年拟定的《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确定了“采取普遍、直
接、平等、无记名之投票选举制”［４］１６０。条例中尽管没有明确规定“不分阶级”，但规定了无“财产”的区

别，并明确边区各级代表、议员都是选举产生的；条例还规定所有选民所享有的选举和被选举权都是一

样的，效力相等。在实践操作中，边区政府还根据现实需要，对具体的选举形式和方法不断进行总结和

完善，在充分实现民众选举权利的同时，不断提高选举的平等性和科学性，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赢

得了边区人民的广泛拥护。正如，老百姓歌谣所传唱的“青青的天，白白的云，选举不分各阶层，男女穷

苦其平等，自己来管自己事，不许任何人来欺压我们”（延安《解放日报》，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５日，第２版）。
２．实行参议会制度。参议会制度，是具有边区特色的政权组织形式，也是边区人民参与国家管理的

主要组织形式。边区人民通过选举议员组成各级参议会，参与管理边区事务。１９３８年２月，毛泽东同
志在谈到什么是共产党主张的“民主共和国”时指出：“我们所主张的民主共和国，便是全国所有不愿当

亡国奴的人民，用无限制的普选方法选举代表组织代议机关这样一种制度的国家。”［２］１０２这就明确了参

议会制度是人民享有真正民主权利的代表会议制，是边区人民依法享有民主管理和监督及人民的民主、

自由和权利的制度保障。延安时期边区普遍实行的参议会制度，不仅是毛泽东“民主”思想的具体实

践，也为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借鉴。

３．制定“三三制”。领导抗日、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秩序是抗日民主政府的主要任务，而这些任务的
完成都离不开旧有地方精英的参与，“只要不是汉奸，都要联合一致，共同奋斗”［５］７６５。毛泽东首先在

《抗日根据地的政权性质》中提出实行“三三制”，他指出：在抗日根据地建立政权的问题上，必须确定这

种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这种政权，即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即是几

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６］７５０在人员的组成上，应该是：“共产党员占三分

之一，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

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６］７５０当然“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

因此，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

导权，不必有更多的人数。”［６］７４２１９４０年１２月，毛泽东在《论政策》中再次强调：必须坚决地执行“三三
制”。１９４１年４月，邓小平就“三三制”进一步作出说明，他认为：“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问题。党
在领导政权工作时，必须贯彻民主的精神。”［７］９实行 “三三制”政权，“既能合乎统一战线的原则，团结大

多数以与日寇、汉奸、亲日派、反动派进行斗争，又能够保证由共产党员与进步势力结合起来的优势，所

以这不仅是今天敌后抗战的最好政权形式，而且是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应采取的政权形式。”［７］８实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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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三三制”，不仅调动了边区各阶层的革命积极性，而且大大加强了边区政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正

如国际友人所评说的，当时的中国有两个中心，一个封建的中心，在重庆；一个民主的中心，在延安。

二　发展生产，减轻人民社会负担
“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２］４６７。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无产阶级

革命在争取实现民众的民主自由的同时，还要不断提高民众的物质福利，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

要实现解放。改善民众生活也就成为毛泽东解决边区民生问题必须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

１．领导“大生产”运动。延安时期，特别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边区根据地陷入严重困难，农业生
产凋敝，商业活动疲乏。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毛泽东认为必须改变现有政策，花大气力发展农业，帮助

农民增加生产，“应该不惜风霜劳苦，夜以继日，勤勤恳恳，切切实实地去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

产问题，耕牛、农具、种子、肥料、水利、牧草、农贷、移民、开荒、改良农作法、妇女劳动、二流子劳动、按家

计划、合作社、变工队、运输队、纺织业、畜牧业、盐业等等重要问题，并帮助人民具体地而不是讲空话地

去解决这些问题。”［２］４６７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于１９３９年 １月召开生产动员大会。会上，毛泽东
提出了“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口号。同年 １２月，毛泽东再次强调，为实现边区经济自给自足而努力
奋斗。１９４１年，毛泽东又指出，现在边区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重大工作，但只要没有发生大的突
变，“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穿吃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８］１８７在党中央“发

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指导下，延安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以农业为主的军民大生产运动，并且成绩

一年比一年好。到１９４３年，党政军民学全年开支总计约６０万元，其中６４％出自部队机关学校的自给
生产，创造了“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奇迹”。

２．实施“精兵简政”运动。１９４１年１１月，李鼎铭等１１人针对边区存在的政治、经济问题，提出了
“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的提案，并得到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重视。毛泽东在进

一步征求意见后，认为这是一剂“对症药”。随即，中共中央发出了指示，要求各地“为进行长期的斗争，

准备将来的反攻，必须普遍地实行‘精兵简政’”。据史料记载，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到１９４４年１月间，边区先
后进行了三次精兵简政，“边区政府内部机构裁并了四分之一，直属机关从三十五个减至二十二个，分

区专署及县政府的内部机构减掉一半”［９］１４８，政府系统人员由１１５００人减至７５００人，减幅达到３５％。
通过“精兵简政”，边区人民的负担大幅降低，受损的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得到了有效修补。群众在根本

利益得到保障后，进行生产的积极性高涨，边区生产很快得到发展。

３．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最基本的问题，处理好农民的土地问题，也就处理
好了中国最基本的阶级关系问题。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的土地属于日本

人，还是属于中国人，这是首先待解决的问题。即是在保卫中国的大前提之下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

题。”［１］２６０１９３７年，针对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及时调整了土地政策，提出“减租减息”，实行“二五减
租”，即在原来租额的基础上减２５％后向地主交租。１９４２年，中共中央进一步规定地主要普遍减租减
息，同时农民有交租交息的义务。新的土地政策，既调动了农民的抗日与生产积极性，保障农民的人权、

地权、财权，又联合了大多数地主；恰当地把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与坚持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结合起来，农民

不仅得到了实惠，而且增强了政治优势。据统计，到１９４５年，边区耕地面积达到了１４２５．６万亩，较１９３７
年几乎翻了一番。粮食产量１９４１年达到自给有余，１９４５年则基本实现“耕三余一”的目标。
４．推行“公私兼顾”方针。边区有限的经济能力，使得军民出现争利现象，造成了军民之间隔阂。

对此，毛泽东十分重视，认为造成军民交困的重要原因是没有很好地发展工商业，以致人民生活不能改

善，抗战需要也不能供给。针对这种情况，他要求边区“首先要发展农、盐、工、畜、商各业之主要的私人

经济与部分的公营经济”［９］１７６，以民营经济解决人民的生活，同时以租税的形式援助政府和军队，以公营

解决党政军的生活事业支出，减少取之于民，休养民力。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军民兼顾”和“民营为主，

９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公营为辅”的方针，边区政府逐步发展了工商业，活跃了经济，调动了军队和民众两方面的积极性。至

１９４４年，延安私营商户达到４７３户，较１９３６年增加了２８５％，其中，资本５万元的商户增加了１５倍。在
毛泽东等人的领导和边区军民不懈努力下，边区基本上建立起了水准不高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繁荣

了商品市场，保证了物资流通和供给，稳定了物价。

三　兴办教育，提高人民文化水平
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现在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社会没有文化也不

行［８］１７７。延安时期，毛泽东深刻阐述了实施国民教育、进行文化建设对于繁荣经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

重要性，他认为“如果不发展文化，我们的经济、政治、军事都要受到阻碍”［１０］１１０，并且指出“如果文化建

设取得伟大的成就，那我们就又学会了一项伟大的本领，陕甘宁边区就可以在全国成为更好的模

范！”［１０］１２０在毛泽东的指导下，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并明确边区教育工作的方针政

策，要求边区普及国民教育，加强干部教育，欢迎科学艺术人才。正是在这一方针政策的指导下，边区的

教育文化事业迅速发展起来。

１．发展国民教育。由于地域封闭、经济落后，９５％以上的陕甘宁边区群众都是文盲，社会上大量存
在封建、迷信思想。普及国民教育，是边区社会建设和发展中的重要问题。边区政府１９３７年发布的《陕
甘宁特区政府施政纲领》规定：“实施普及的义务的免费的教育”（《新中华报》，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４日，第２
版）。当时，边区的小学大体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私塾式的学校，二是民国时期开办的比较正规的学校，

三是边区政府和地方政府开办的新式学校。中等教育，１９３７年以前仅有延安一所省立第四中学［１１］１４１。

随后，成立了鲁迅师范学校、边区中学、农业学校，到１９４１年，边区中学发展到了１１所。建构较为完整
的小中学教育，不仅提高了边区人民文化水平，而且为边区建设输送了大量人才。据统计，１９４５年以
前，边区中等学校为边区建设和抗日战争培养和输送了毕业及未毕业的干部约３０００余人［１２］２６。

２．重视干部教育。毛泽东在延安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
“我们党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的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１］２７７“因此，有计

划的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６］５２６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重视下，边区先后办起了５０
余所干部学校，开展高级、初中级和在职干部教育，为边区和全党培育了党政、军事、科技、医务、农业等

各方面的人才。与此同时，毛泽东十分重视党的干部作风教育，注重加强干部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和

艰苦奋斗的作风教育。他强调：党的干部“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

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６］５２２并严肃地指出，干部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

等等，都是最可鄙的；干部应当学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正确的政治方

向。也正是好的干部作风，带动了延安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

３．支持培养少数民族人才。延安时期，蒙古族、回族等少数民族在抗击日寇、发展地方经济和社会
建设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落实毛泽东关于“各民族与汉族

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的指

示精神，１９４１年５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规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
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

惯。”［２］３３７在这一方针指导下，１９４１年，边区成立民族学院，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研究少数民族问
题。此外，边区政府帮助回族、蒙古族同胞建立伊斯兰教学校、蒙族学校，开设阿拉伯文、蒙文等专门教

育，教习科学知识，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同时，还培养立志从事少数民族工作的汉族干部。延安时

期的这些政策和做法融洽了民族关系，有力增进了社会和谐，为新中国处理民族关系积累了宝贵的历史

经验。

０１



第１７卷 吴毅君，等：延安时期毛泽东关于民生问题的理论和实践探索

四　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
延安时期，由于地理环境恶劣、经济文化落后、封建剥削严重，加之战争环境的影响，边区出现大量

弱势群体，社会问题突出。大量难民的流入，烟毒、赌毒的泛滥，封建旧俗的盛行，使得边区政府社会治

理工作形势严峻，任务繁重。１９３７年９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边区成立
专门社会保障机构，颁布法律条文，开展了广泛的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障工作，以保障和改善民生。

１．组织救助难民。延安时期，特别是抗战初期，边区的难民问题十分突出，每天都有大量难民流入。
自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４０年，“从山西、绥远以及晋、豫各省流入边区之难民，前后为数在三万以上。”［１３］１２针对
这种情况，毛泽东认为，要从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入手，先稳定难民，再图生活、生产。边区政府先后制定

了《陕甘宁边区党委政府关于赈济工作的决定》、《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关于赈济灾难民的指示信》、

《陕甘宁边区政府为救济各地遭雹灾事的紧急措施》等文件，通过帮助难民自谋生路、创办难民工厂、鼓

励难民垦荒、组织群众互助等措施，促进难民工作的开展和边区农业的发展。同时，积极开展移民工作，

改变边区内部人口、劳动力分布极不平衡的状况，促进人口有序流动。

２．广泛开展社会保障。在毛泽东的主张和指导下，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探索性地开展了边区社
会保障工作，以稳定抗战的总后方，承担起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试验区”的责任。边区的社会保障在

内容上包括了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优抚、社会福利等四个方面，在对象上涵括了工、农、兵、学和公

务人员等各个方面。但这种社会保障水平是很低的，仅仅满足基本的生存和生活需求。例如，１９４０年，
对于抗日军人的抚恤金标准：牺牲者２０元，一等残废者３０元，二等残废２０元，三等残废１２元。同时，
边区的社会保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力量和民众的互助。虽然边区的社会保障是低水准的基本全覆

盖体系，但却有效促进了边区经济发展，改变了民众的思想观念，丰富了民众的社会生活，促进了社会风

气的好转，稳定了社会秩序。

总之，延安时期是党的历史上一个辉煌而重要的时期，党积累了丰富的治党、治国、治军经验，也形

成了中国共产党特定历史时期的民生理论，并进行了伟大实践，为夺取全国胜利并在全面进行社会建设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的进程中，我们要借鉴延

安时期毛泽东解决民生问题的理论与实践，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充分认识民主是解决民生问题的保证，

发展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前提，教育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基石，社会保障是保障人民生活、调节社会分配的

一项基本制度，据此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参考文献：

［１］毛泽东选集（第１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２］毛泽东文集（第２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３］毛泽东年谱（１８９３－１９４９）（中卷）［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

［４］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１辑）［Ｚ］．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８６．

［５］毛泽东选集（第３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６］毛泽东选集（第２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７］邓小平文选（第１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８］毛泽东书信选集［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

［９］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１０］毛泽东文集（第３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

［１１］阎树声．毛泽东与延安教育［Ｍ］．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１２］雷云峰．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中、下篇）［Ｍ］．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１９９３．

［１３］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Ｚ］．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５．

（责任校对　王小飞）

１１




